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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年回顾一生，最令我欣慰的是我与

音乐结下了不解之缘，音乐浸润着我的心灵，

给我的生命以及人生注入了力量的源泉。

走进音乐殿堂

我的家乡在江南水乡江阴县，我生在

一个小康家庭，祖父在江阴开个油盐杂货

铺，父亲也在店里干活。我从小就爱音

乐，常常取下父亲挂在墙上的箫和笛子，

学着吹奏《梅花三弄》《苏武牧羊》《旱

天雷》等。如有民间的婚丧嫁娶，我便跟

着乐队，聆听着吹打乐器传出的音乐，也

喜欢和小伙伴钻到茶馆里听评弹。

1938年，我15岁。日本鬼子侵占了我

的家乡，我亲眼目睹了鬼子对家乡进行的

烧杀抢掠，对侵略者的仇恨的种子，深埋

在我那幼小的心灵里。我不愿当亡国奴，

就和几个同龄人结伴，绕道香港，经广

东、广西、贵州到重庆。我的姑母在合川

国立二中教书，我就在二中上了一年初

中，三年高中。这时我一改过去顽皮不爱

读书的习性，下决心读好书，将来造飞机

打日本鬼子。我年年学习优秀，号称“分

数大王”。

我最喜欢的仍然是音乐课。音乐课老

师罗松柏教我们唱《嘉陵江上》《八百壮

士》《旗正飘飘》，唱得我们热血沸腾。

他用他私藏的各种口琴，还自制低音大口

琴，组织我们成立了口琴队，演奏多声部

的乐曲，我和一个同学还演出了贺绿汀的

《牧童短笛》二重奏。他还约我们几个爱

我的音乐人生
○严宝瑜（1948 届外文）

好音乐的同学到他家听留声机，放贝多芬

的《田园交响曲》。这是我第一次接触贝

多芬的作品，让我耳目一新，没想到天底

下竟然有这么震撼人心灵的声音，这使我

大开眼界，对音乐更加热爱了。

对音乐的着迷，致使我在临毕业前作

了一个重大决定，我不考理工科大学了，

我要去战时音乐教育的最高殿堂——国立

音乐学院学习音乐。老师和同学们都不理

解，认为我这个“高分生”不考名牌大

学太可惜了，学音乐能有什么出路？我却

认为音乐能把人类伟大、崇高的情感抒发

出来，能用不可抗拒的力量使人善良、勇

敢。我当时认为，一个作曲家创作出一个

好的歌曲，比一个航空工程师设计一架飞

机作用更大。在同学们日夜准备高考时，

我却借住在青木关一位同学姨母家恶补乐

理、弹琴，没有钢琴，就用风琴代替。发

榜时我都不敢挤进人群去看榜，但终于发

现榜上有名，我做梦似地跨进了全国最高

音乐学府的大门。 

严宝瑜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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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学院坐落在重庆郊区青木关的山

坡上，练琴房在山坡上的茅草房里，房间

里放的都是又破又旧的钢琴。山脚下一排

茅草房是我们的宿舍，每间只有六张双人

床，六个方凳。全校学生有一百二三十

人。第一任院长杨仲子，是蔡元培的挚

友，曾留学德国，他鼓励参加抗日救亡组

织的学生，后被国民党撤换。后来的吴伯

超院长，虽然也是音乐家，但他实行封建

法西斯管治，由于嗓子沙哑，经常对学生

大声训斥，被称为“豆沙”院长。当时学

院里有进步组织，甚至还传抄、传看毛主

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但学

校里也有三青团、中统军统特务监视着进

步同学。

我当时虽然不满国民党，不满学校的

管制，但还没有参加组织，比较任性。由

于下大雨宿舍房顶漏了，我便带头搬到新

建瓦房自修室去住，被记大过一次；又由

于深夜偷弹香港买来的新钢琴，记大过一

次；再由于清晨偷弹钢琴记两小过，差点

被开除。最不能容忍的是因此取消了我的

练钢琴权。学校让我去跟章彦先生学小提

琴，但我没有小提琴，幸好女同学黄佩贞

把她珍贵的小提琴借给我用。祸不单行，

在调琴弦时我用力过度，把一根弦弄断

了。当时在烽火连绵的中国，根本买不到

提琴弦。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恰好学校

贴出布告，昆明美军战地服务团译员训练

班招生，我和同学好友商量，先去当一段

译员再回校复学，是摆脱当前困境的好

办法。

1943年11月，我依依不舍地离开了青

木关。经过一个多月培训，我被分到云南

祥云国民党52军14师当美军翻译，干了大

半年。二战时期，虽然美国军队是中国的

盟军，但是美军官兵歧视中国人的事情比

比皆是。我亲眼所见美军士兵傲慢无理，

开着吉普车横行霸道，欺辱中国人。特别

不能容忍的是他们用下流语言污辱《义勇

军进行曲》。我一气之下，在一位译训班

同学的帮助下，偷乘小飞机离开了军营，

回昆明到西南联大找同学去了。

响亮学运歌声

1944年夏天，西南联大招生，我考进

了外国文学系。当时外国文学系除英文为

主科外，还要求每个同学再选一门第二外

语课程，我选了杨业治先生的德语，因为

德国是贝多芬等知名音乐家们的故乡，是

古典音乐的发祥地。

当时联大民主气氛很浓，各种社团很

活跃。黎章民和周锦荪同志创建了“高声

唱歌咏队”，他们听说我是国立音乐学院

来的就找我参加，我当然很高兴。那时唱

的大多是抗战歌曲：《光明赞》《喀秋

莎》《我所爱的大中华》等，也唱云南民

歌和讥讽国民党黑暗统治的《茶馆小调》

《古怪歌》《五块钱》《插秧谣》等。

1945年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反共反人

民的面目日益暴露。11月25日晚，在联

大广场上召开反内战时事报告会，约有

五六千人参加。钱端升先生刚一发言，校

外就响起了枪声，电灯也熄灭了。在这危

急关头，我们“高声唱歌咏队”在黎章民

总干事领导下，全体齐声高唱孙慎同志作

的《我们反对这个》（内战），歌声压倒

了枪声，会场立即安静下来，主持人叫点

上汽灯，会议照常进行。大家声讨反动

派、反对内战的声势更大了。

第二天，全校罢课。“高声唱歌咏

队”和其他进步社团组织了多支宣传队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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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宣传反内战。黎章民同志还写了《告同

胞》新歌，外文系林方其同学写了《告士

兵》，歌词是：

兵士们，兵士们！八年抗战的兵士们
呀！人民的血汗快流干哪！人民在希望，
人民在呼号，您们的枪口不能再对内哪，
屠杀你的父老兄弟和姐妹啊！人民在希
望，人民在呼号，放下你进行内战的冲锋
枪呀！英勇地站过来啊！让我们高声喊
哪，反对内战！反对内战！ 

我马上把它谱成歌，《新华日报》全

文刊载。我和黎章民在一个教室里反复教

上街的宣传队唱这两支歌。

11月18日以后，特务们开始在街上殴

打宣传队员，市民们纷纷出来保护。12月

1日中午，国民党军警包围了西南联大，

并冲进校园大打出手，还扔了手榴弹，炸

死了潘琰、李鲁连、于再和张华昌，四位

烈士的遗体就停放在图书馆阅览室，我参

加了有二三十人组成的护卫队守在他们身

边，防止反动派劫尸灭迹。这个事件引起

了全市人民的公愤，罢课、罢工、罢市，

抗议反动派。这件事还震动了全国，史称

“一二·一”运动。

经过和反动派反复谈判、斗争，决定

于1946年3月17日为四烈士送葬。反动派

百般阻挠，虽然不得不答应送葬可以抬棺

游行，但不许贴标语、喊口号。我们有理

有节，同意了这条件，因为可以用唱歌替

代喊口号，可以沿途设灵堂挂挽联、读祭

文代替贴标语、喊口号。

黎章民找我，当时虽然已有一首

《一二 ·一烈士挽歌》，但不适合走着

唱，他要我作一首可以由游行队伍边走边

唱的《送葬进行曲》。那是一个初春上

午，我和好友陈庆华在文林街茶馆看书。

我脑海中响着我知道的中外葬礼进行曲，

突然脑中出现了贝多芬第七交响曲第二乐

章起始的庄严沉重的节奏，又想到四烈士

血迹斑斑的形象。我一气呵成写了出来：

天在哭、地在号，风唱着摧心的悲歌。
英勇的烈士啊！你们被谁陷害了？你

们被谁杀害了？
那是中国的法西斯、那是中国的反动

者，是中国人民的仇敌。
今天，送你们到那永久的安息地；明

天，让我们踏着你们的血迹，誓把那反动
势力消灭。

我唱了一遍给陈庆华听，又走着唱了

一遍。当时，一时兴起又作了一首，但

不能走着唱。我立刻把两首都送给

著名的音乐人赵沨同志（解放后任

中央音乐学院院长）。他没作任何

修改，说“就它吧！”于是第一首

《送葬歌》成了3月17日三万送葬

队伍的主歌。第二首歌没传开，但

赵沨同志在群众场合独唱过。解放

前后，《送葬歌》一直在传唱，并

被刊入各种歌集，署名一直是“高

声唱词曲”。解放前是为了保护作

者，解放后我也没有要求改署我的“高声唱歌咏队”部分队员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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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1946年6月，西南联大复员回北平，

“高声唱歌咏队”相约一起乘联合国救济

总署提供的四辆大卡车，经贵州到长沙，

再乘美军登陆艇到上海，由上海乘运煤轮

船到塘沽，再乘火车到北平。一路上我们

歌声不断，宣传“一二·一”运动，宣传

反内战，吸引了行人和乘客。

到北平前，黎章民（解放后曾任人民

音乐出版社社长）给我一份“高声唱”队

员名单，要求清华、北大、南开复员后要

组织歌咏队。一到北平，我就联系上北平

临大“星海合唱团”的史哕春、张潜生，

组织“高声唱”队员和他们在西山联欢，

共商复员后三校建歌咏队的事。9月各校

开学后，北大成立了“沙滩合唱团”，后

又在新生中建“大地合唱团”；南开建了

“南星合唱团”；清华建了“大家唱歌

咏队”，后来又建了“新生歌咏队”，我

当助教后还建了教工合唱团。这些组织在

历次学运中都发挥了骨干作用。华北学联

成立后，北平各校歌咏团体和天津、唐山

等城市歌咏团体还联合成立了华北歌联，

1948年在北大民主广场举行了《黄河大合

唱》千人大演唱。

解放后，大家都忙于工

作，直到1980年左右，许多人

退休或退居二线，终于有时间

了。趁纪念“一二 ·九”运动

45周年、“一二 ·一”运动35

周年，当年的老同学又聚在一

起，在人民大会堂作了一次专

场演出，主要演唱当年的革命

歌曲。会后正式成立“老同学

合唱团”，得到了北京市委宣

传部的支持，每周集合排练，

经常到各大中小学演出，现在合唱团还吸

收各大学退下来的较年青的教师，还在继

续排练演出。

歌声引导我们走上革命，引导我们度

过无愧于党和人民的一生，陪伴我们享受

幸福的晚年。

唱着歌闹洞房

我和老伴吴琼瑂都是1944年考入西南

联大外文系的。我们两人都是家乡沦陷后

逃出来的，是在联大积极参加学运中熟识

起来的。我们在西南联大参加了地下党的

1946 年 3 月 17 日为四烈士送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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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围组织“民青”，1948年在清华参加了

地下党，当年毕业后都留校做助教。1949

年8月27日，组织上批准我们结婚，这是

一个令人难忘的婚礼。

那天在清华工字厅挤满了人。李广

田、杨业治、李赋宁等老教授来了，总

支书记何东昌来了。我在重庆音院的好同

学、我终身的挚友严良堃夫妇来了。大家

唱歌咏队、新生歌咏队、教工合唱团的好

友们都来了，有些人还是刚从老解放区回

来的。婚礼很简单，只有些花生、糖果。

大家要我报告恋爱经过，何东昌帮我解了

围，说：“这是结婚，不是开生活检讨

会。”一句话引得哄堂大笑，于是歌声成

了主题。新房是借一位出差老师的，没有

什么新婚装饰。但大家还是要闹洞房，用

唱歌大闹洞房，一直唱到凌晨两三点钟。

我和琼瑂先在清华教书，1952年院系

调整同时调到北大。无论顺境逆境，两人

互相关爱，辛勤培育下一代。不幸在2006

年，她81岁时因不治之症先

我走了，我常常怀念与她相

伴一生的情景。

在北大西方语言文学

系，简称西语系，系主任是

冯至同志。德语成立专业，

我是唯一的助教。冯至同志

是我国德语界泰斗，他在北

大任教期间，我一直兼任他

的秘书。

1954年秋的一天，马寅

初校长找冯至主任，说胡乔

木要北大出一个德语教师替

出版总署作为编辑到德国出

版社实习一年，是中德文化

协定的一项内容。冯至主任

认为学编辑，不想让我去，但马校长坚

持，他只好同意。

1954年11月23日，我乘国际列车经莫

斯科到了柏林。没想到刚下车，使馆人员

就把我交给了德方人员，让我马上去莱比

锡参加全德出版大会，我说我讲不了德

语，但德方人员说，你会英语，给你派了

位英文译员陪你。到了莱比锡我才知道这

是一个有苏联和捷克、波兰等东欧国家参

加的国际会议，会上还要我代表中国出版

界发言。我马上打电话向使馆求援，使馆

宋钟璜同志说，你不讲话可不行。我说我

不是出版界的，他说你可以讲德国文学在

中国的翻译出版情况。这可是个好主意，

我很熟悉这方面的情况。我便用英文写了

稿，德国翻译译成德文。本想用中文发

言，后来想我读德文还是没问题的，就在

会上直接念德文稿子。没想到我的讲话

得到热烈反响，当我提到安娜·西格斯的

《第七个十字架》已在中国翻译出版，全

闹洞房的歌咏队部分同学合影。前排：右 3 严宝瑜、右 4 吴

琼瑂、左1严良堃，后排：右3严良堃爱人张世敏。其他凭记忆：

前排：右 1 李振华、右 2 周全（原名周汝汉）、右 5 严若昭、右

6刘晶雯，后排：左1至左6：李建武、郭其佺、方堃、梅克、杨荣、

商令杰，右 1陈水莲、右 4冯碧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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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掌声雷动。我讲完后获得的掌声超过了

苏联文化部长。没想到热爱音乐的德国人

竟然是用演奏名曲来做闭幕式，演奏乐队

是从大音乐家亨德尔家乡请来的“哈勒交

响乐团”。从此我就在这乐圣之乡度过了

四年。

民主德国出版局改变了让我实习的计

划，同意我补习德语，治疗“德语聋哑

病”。我先到莱比锡大学附设的赫尔德学

院学了两周，他们说我这水平应直接入大

学，让我找副校长办公室，办公室看了

我的学历，说我应直接读研究生。主管副

校长还接见了我。最后让我搬进一个小楼

里，里面住着5位中国留学生，其中安书

祉就是我选派的北大德语专业一年级生。

莱比锡大学（1409年建校）是和海德

堡大学（1386年建校）齐名的德国最古老

的大学，它在十七、十八世纪是德国启蒙

运动的中心。民主德国建立后，曾把它改

名为“卡尔·马克思大学”。我在这里师

从汉斯·迈耶教授读了四年研究生。我改

变了初期闭门死读书的办法，利用我已有

的文学基础，打破德语不流利的顾虑，尽

量接触德国民间，广交朋友，熟悉德国文

化。更利用各种机会接触德国闻名世界的

音乐圣堂，收益甚大。

1959年秋，接到冯至系主任的信催我

回国，当时我已定好博士论文题《中国革

命在二三十年代德国文学中的反映》，再

有几个月就可完成，虽然导师也很难理

解，我还是服从组织命令，立即回到北

大。冯至主任要我担任西语系副主任，主

管教学、科研。“文革”后，教育部成立

了外语教材委员会，冯至任主任，我是副

主任之一，主管德语组。奋斗十年，我们

把四个年级的德语教材、选读教材、德国

文学史、德国国情课等教材全部编好出

版。教育部开大会表扬了德语组，并给我

和副组长祝彦发了荣誉证书。《大百科全

书》外国文学卷主编是冯至，他让我参

加了德国文学卷的部分工作。

1983—1984年，我获歌德奖学金，赴

民主德国魏玛参加德国古典文学研究所科

研项目研究工作8个月。1988年，我受联

邦德国拜罗伊特大学之聘，任该校客座教

授讲比较文学。1988年，我获得了民主德

国的“格林兄弟奖”，奖励我在德国文学

研究和两国文化交流方面的贡献，我把

奖金5 0 0 0马克都捐给学校以推动美育

教育。

1980 年在人民大会堂的专场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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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高雅音乐陶冶年轻人的心灵

1983年我60岁，不再担任行政工作，

但我还教研究生，还为外事部门办翻译

班，培养高级翻译。

1986年，北大开党代会，我在发言

中提出应该恢复蔡元培校长重视美育的

传统，开设美育方面的课程，受到代表

们和校领导的重视。丁石孙校长让我和

团委副书记范强筹划创办艺术教研室。

一开设音乐课，就有600人报名，不得不

分两个班。找不到音乐教师，我只好赶

鸭子上架担任一个班的音乐课。我开设

过的课依次有“音乐简史及中外名曲赏

析”“维也纳古典乐派”“莫扎特”“贝

多芬”和“19世纪欧洲浪漫主义音乐”5

门，其中最后两门开设的次数最多，都是

学期课，周学时为3小时，后成为学校的

通选课。它们是带有一点音乐史性质的欣

赏课。从1986—2004年18年间，除去我在

德国讲学两年，共教了16年音乐课，直

到81岁。

除了上音乐课，我还在校领导支持下

办了三次大活动。1991年为纪念莫扎特

逝世200周年举行了“莫扎特月”纪念活

动；1992年为纪念刘天华逝世60周年，组

织了“刘氏三兄弟（刘天华、刘半农、刘

北茂）纪念活动”；1993年举行纪念柴可

夫斯基逝世100周年活动。这些活动都请

了校外知名音乐团体、音乐家来校演出。

艺术教研室组织了有关专题唱片欣赏会，

请知名音乐专家举行讲座。校广播台不断

广播有关乐曲，北大校刊为活动出了专

刊。全校师生浸润在浓厚的高雅音乐气

氛中。

1997年秋，我有幸参加了李岚清副总

理召开的关于如何在全国500万大学生中

普及交响乐的座谈会，他听了我的发言，

要我提供教学情况的材料。他在看了这些

材料后给我写了一封信，对我的工作给予

充分肯定和鼓励。

为了实现在全国500万大学生中普及

交响乐的目标，2000年1月，在全国高校

音乐教育学会的倡导下，我在北大主持

了全国高校交响音乐课教师培训班。组织

了各校优秀音乐老师、美育老师、历史老

师、美术老师、中国文学教师，前来参加

培训。这次培训使学员们受益匪浅。培训

结束后，还为学员们颁发了结业证书。从

此，“全国高校交响音乐课教师培训班”

成为制度，在上海、广州陆续举办了课程

培训。

音符化作音乐的内在的精神力量，支

撑着我度过人生道路上的困难和挫折。我

对音乐欣赏的体验，使我深知好的音乐能

以其巨大的正能量，通过人的听觉器官，

对人起着潜移默化的感染力，直指人的内

心世界。

回顾我的一生，我生来喜好音乐，已

经走进音乐殿堂，却阴差阳错地又走进德

国文学的殿堂，似乎走错了门。解放初，

我在重庆中央音乐学院的老师和伙伴们许

多都来到北京，从事新中国的音乐事业，

他们也召唤过我归队。但那时我已是共产

党员，要服从党的安排。现在回想文学和

音乐也是不可分的，尤其我从事的德国

文学，更是紧紧地和音乐融和在一起。说

“我的音乐人生”绝不为过。

写于2019年

2020年 7月 1日，严宝瑜学长在北京
逝世，享年 97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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